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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职分”“心性政治”内外通贯:曾子 《大学》的

王道智慧

———以南宋朱熹 《大学章句序》为中心的讲述①

林安梧讲述 焦健洋笔录②

  摘 要 朱熹将曾子 《大学》编入四书,明显是为了建构一个从孔老夫子到曾子、

子思再到孟子的道统,这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为圣学 “继天立极”的担当精神。依 《大学

章句·序》之意,“大学”为三代所以教人之法。三代之时,文教昌明,八岁以下,庶

子王公皆入小学以习六艺之文,年及十五,天子之元子以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以穷

理正心、修己治人,这是儒学理想中的文明教化,它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的共同体。

在儒家看来,人既有气质之性,又有义理本性,而人气质之禀有不能齐,因此不能

完整体贴出自家的义理之性,故要有教化、教育,“大学”之道的教化正是为了使人们

能够复其本性,从而使义理之本性与气质之性连接在一起。

这里也体现出了儒家 “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在儒家看来政治与道德本就连在

一起,政治也只是人性教化与成全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儒学那里血缘人伦的共同体与政

治社会的共同体是连在一起的。在此情形下,进入21世纪,人伦与人权、民本与民主、

自觉与自由间的关系是可以由新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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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朱熹编纂 《四书》 为的是要确立道统

《大学》《中庸》原本是 《礼记》中的两篇文章,篇幅也较短,后来朱熹把它们编入

了 “四书”,即将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编在一起成为了 “四书”,又称 “四

子书”①。《论语》代表孔老夫子的思想,《大学》代表曾子的思想,《中庸》代表子思的

思想,《孟子》代表孟子的思想。显然,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

传孟子,朱熹经由 《四书》的编纂,为的是要确立道统。我们知道朱熹是宋代理学大

家,集理学之大成。在那个年代,与理学相对的是心学。陆象山代表心学一脉,朱熹代

表理学一脉。朱熹主张 “性即理”,陆象山主张 “心即理”,两者大相径庭。

朱熹为 《大学》作了章句,所谓章句就是分章句读。他把大学区分成经一章、传十

章。尽管也有些争议,但总的来说,却也条分缕析,颇为分明。我们这里对 《大学》所

作的诠释,以朱熹所作的 《大学章句》为基础。当然你会说,古时候 《大学》的面貌果

真是如此吗? 这会不会是朱熹自家的诠解呢? 这可能性很大。也有人质疑,《大学》是

曾子作的吗? 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古时候的 《大学》形态如何,现已无由可考。

现在,我们且以朱熹的 《大学章句》作为我们的文本来阅读,至于涉及到考证的诸多层

面,因为争议很多,我们先暂且搁置一旁。我们只以 《大学章句》文本为主,一章一句

地往下讲。今天,我们主要讲朱熹写的 《大学章句序》。

二、
 

《大学》 之书, 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

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

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大学》是古之时太学所以教导学生的方法。大学也写成太学,我们现在习惯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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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所作,直到现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注本。内容包括 《大学章句》
(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二十卷)以及 《孟子集注》(十四卷)。本文讲述,主

要根据的是中华书局2016年本。



读作 “大学”。既然古时候的 “大学”是所以教人之法,那么 “大学”便是学为大人之

学。这可从 《章句》之序所云 “天降生民,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说起。当然,

人的气质之禀,是不能够整齐的,我们没办法使众人都能够 “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

“天降生民没有不予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这是在强调人天生即具有仁义礼智道德之

性。仁义礼智就是道德理性,但是 “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显然这里分出了两个性,一

个是 “道德理性”,一个是 “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 “自然的”,道德理性是 “自觉

的”。人的血肉身躯是气质之性,人的道德觉性是义理之性,义理之性要通过气质之性

来实践,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要有所分别。

《中庸》讲到 “道心”与 “人心”的区别。宋明理学家也一直在检讨 “道心”与

“人心”的问题,他们把古文 《尚书》中所说的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

执厥中”这十六字作为核心点,称为慧命心传①。这里 “道心”说的就是仁义礼智之

性,而 “人心”说的就是气禀之性,是自然气性。朱熹是在突出仁义礼智之性。然而,

人的 “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故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就是说人没有办法真

正地知道自家的道德本性。

因此,所谓的教化、教育就是要接地气通天道,即能够使其复性。所谓 “复其性”

之中的这个 “性”即是生之本能。这生之本能不是生物学意义的本能,它必然要涉及于

道德学意义的觉能,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生之本能包括道德实践觉性之本性以

及气质之性之本能。觉性之本性与气质之性本来就连接在一起。该留意的是,在儒家古

汉语文本里,“本”可以是自然之本,也可以是自觉之本。“生”可以是自然气禀之 “生”,

也可以是道德创造之 “生”。我们阅读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语文意义脉络,才不至于曲解。

“一旦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而出于其间者,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其治而

教之”,这体现出了儒家重 “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在中国的古典政治概念中,政

治与道德连在一块,政治被视为一种人性之善教化与成全的方式,而不是一个权力分配

的问题,它不是一个近现代的政治概念。即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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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的今古文问题颇为繁复,清代阎若璩承明代梅颐的见解,用了三十年的光阴写成

《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来证明梅颐所献的 《古文尚书》有多数是后人伪造的。后来毛奇龄写了

《古文尚书冤词》来反驳阎若璩的说法,不过阎若璩的说法仍广为学者接受,如今称此本为 《伪孔

传尚书》或 《伪古文尚书》。虽说为伪,但义理却是通达的。



《大学》所论的政治之语境也正如此。故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可被视作道

德修为的延伸———内修外行,内圣外王。

三、
 

从 “人伦共同体” 到 “社会共同体”, 都要回到本性的生长

这也就是说,儒家讲政治一定连着教化,政治是一个人如其本性地生长。“为政以

德”① 中的 “德”讲的就是本性。所以,教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的本性能够如其本性地

生长。那么,本性应恰当地生长于何处呢? 应生长于人伦的共同体之中,在家庭、人伦

之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

平。”(《孟子·离娄上》)“《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朱熹正是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个传统似乎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相较于此,现在则有泛权利主义的倾向。目前

在现代化的西方政治中,只要谈政治就从人的 “法权”来论,但政治不能只从人的法权

这个向度来论,还要从人的 “人伦”这个向度来论。进入21世纪,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人伦与人权、民本与民主、自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社会有民本的民主、有自觉的自

由、有人伦的人权,与光就权力、利益向度而说的民主、自由、人权那是不一样的。就

像父母与孩子之间不能讲人权的问题,因为他们之间更重要的是人伦的问题。但会不会

涉及到人权的问题? 也会,这很复杂,也很丰富。现在一些国家已经立法,认为父母打

小孩违反了人的基本法权。很显然,父母打小孩既涉及到了人伦问题,也涉及到了人权

问题。就此来说,现在比较偏重于人权的一面,但依朱熹,他是要偏重在人伦的一面。

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继天立极而设司徒之职、典乐之官讲起,是对伏

羲、神农、黄帝、尧、舜的追根溯源,这体现了中国古人对道统的重视,即通过一个历

史的连续性来做成自我的认同。历史的连续性即Historical
 

continuity,自我的认同即

Self-identity。“继天立极”不是信靠天,而是继天。信靠天与继天的不同,所体现的正

是基督宗教与儒学间的不同。基督宗教是信靠上帝,儒学是参赞化育。“继天”之 “继”

是 《易传》中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易·系辞》)之 “继”。“一阴一阳之

谓道”是存在的律动,而 “参赞化育”即是承继此律动,这是一个基本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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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政以德”语出 《论语·为政》首章,以下直接在行文夹注。



四、
 

“继天立极、 天人合德” 之教, 不同于臣服与信靠唯一的他者

所以,“天人合德”也不是要人去信靠上帝所给予的次序,而是要人去参与造化,

共成其德。“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易·文言》),即天自然孕化,人自觉参与此自

然之孕化,从而继起这个天,并与其共成其德。在此参与中,天最初是一个自然之世

界,即天之天;在人参与其中之后,天就变成了人之天;再者天之天生万物,而成为了

万物之天。王船山曾做区别:天可分为天之天、物之天、人之天。天之天,是就天之本

身说天;物之天,是就天生万物,从物的角度说天;人之天,是从人的角度说天。①

“司徒之职、典乐之官”分别管理教育、教化与典礼、礼乐。“司徒之职、典乐之官

所由设也”一句正说明,礼乐教化要在参赞化育、在继天立极之中,合乎天道。正所谓

“礼者,与天地同节也,乐者,与天地同和也”,“礼”重在分寸节度,这表示人要与整个

宇宙造化之次序连在一起;“乐”重在韵律和谐,这表示通过 “乐”,生命可与整个天地达

到一种和谐。所以,对比基督宗教,人继天立极所强调的不是一个被超越的对象化摆在

那里的天,去立一个极,让你去遵守,而是在强调人应积极主动地去参赞天地之化育。

“继天立极”不会是对象化地成就一个绝对的他者,也更不会依他所定立的次序去

信靠他,因为这是参赞共存的整体,这与信靠绝对的唯一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一种形

态绝不是一种强控制系统的形态,而是一种弱控制系统的形态,或者可以叫做参赞化育

系统的形态,一神论的宗教才是一个强控制系统的形态。② 这个形态所强调的是一个多

元、差异、包容的一统,所以在中国很少有宗教战争,因为我们相信 “殊途而同归,百

虑而一致”(《易·系辞》)。

五、
 

三代之隆, 其法 备: 儒家美化古代是为了治理当代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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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此,请参见林安梧: 《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第三章 《人性史哲学之建立》,台

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7年,第54—58页。
关于中西宗教形态的差异,请参看林安梧:《宗教的两个型态:“连续”与 “断裂”———以

儒教与基督宗教为主的对比》,《宗教与哲学》(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

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

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

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讲三代隆盛,有一个美化古代的倾向。儒家美化古代基本上是为了对治当代、现

代,也就是把道德理想说成是古代的状态,然后再用以检讨当代。三代隆盛之时就分大

学小学。人生八岁,从王公以下,一直到庶人子弟都入小学。小学即洒扫、应对、进退

之节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洒扫、应对、进退即人跟人之间应该有的礼仪。

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之文,“礼”讲分寸节度;“乐”讲和合同一;“射”指

射箭,重在强调射的指向对象确定;“御”是驾车,重在强调主体能够掌握方向;“书”

是写字,且指涉更宽广,可以包括整个的教养,典籍的教养;“数”是逻辑与思辨。可

以把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文,理解成儒家非常完整的通识教育和全人

教育。①

三代是否如此? 我想不重要,至少这是朱熹所塑造的理想的儒家文明,并以之为宋

代人所追求的目标。并且不仅朱熹一个人如此,宋代的读书人基本上都在朝着这个方向

走。所以,理学所追求的其实是一个道德理想国度的确立,我们重点要看这个道德理想

国度到底什么样。从八岁到十五岁只有八年,之后入大学是为教之以穷理、正心、修

己、治人之道。这是在培育管理人才与领导人才,培育政治社会共同体、人伦共同体、

文化教养共同体、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领导者与管理者。这些领导者必须要能穷理、正

心、修己、治人,内修外行。穷理、正心就是 “八目”中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己、治人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六、
 

儒家的道德贤能之治强调 “性分” 与 “职分” 要两端而一致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

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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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认为最早提倡通识教育的应该是孔子,请参见林安梧:《汉语思考下的宗教教育与通识

教育》,台北:《通识在线》第35期 (2011年07月)。又请参见林安梧:《最早的通识教育家》,载

于 《佛心流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第148—149页。



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

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学校所 “教之之术”与 “次第节目”如此详细,且皆是本之 “躬行心得”,这就在

提示管理者、领导者应亲自实践 “大学”之教,并有所心得。“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

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人君需躬行心得于何处呢? 答曰:在民生日用彝伦之中。贤人

政治、精英政治基本上是符合儒家所主张的道德贤能之治的。儒家强调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我们当然可以问这样做是否有弊端,应如何避免这些

弊端? 或者说要加上一些什么条件可以减少这些弊端? 这是今后需要考虑的问题。

“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这里提到了性分与职分,

此处表达本性之 “分”也是职责之 “分”。本性之 “分”,是从人伦的共同体往内说心

性;而职分之所当为,则是从政治社会的共同体处,落实地说。可以看出,儒家很重视

公共性与职分。不要认为儒家不讲公共性,在儒家看来道德一定要放在公共性中成就。

当这个道德内化成你的本性之后,再讲性分,这个性分就是你 “天命之谓性”的本分之

“分”,而职分就是你依此本分去当差做事。

孟子的学生问过孟子一个问题,如果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那该怎么办? 孟子说,

抓。那么谁抓? 自然是皋陶抓。皋陶是当时的司法官,相当于司法院的院长。为什么是

皋陶抓呢? 孟子说,有司。这个 “司”是 “职司”的 “司”,不是 “公私分明”的

“私”,有司就是你有职分在,说这事就公共来说,归你管。皋陶的职责就是这样,所

以,皋陶要抓舜的父亲。但是舜又不忍心让皋陶抓,那他要怎么办? 舜就不再继续当天

子了,他把天子的位置放下来,去维护他的父亲。这虽只是弟子跟老师之间的讨论而不

是真事,但也可以看出,关于职分的问题儒家早已讲清楚。① 那为什么后来儒家讲不清

楚了? 这可能是由于君主专制、父权高压,以及整个文化的衰颓使儒家讲不清楚了。

七、
 

传统儒家颇为重视责任伦理: 忠于其事、 职分所当为

现在流行一个很奇怪的说法,认为文化之落后处皆为儒家所致,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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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瞽叟杀人所涉及公私所引发的种种讨论,请参见林安梧:《论语:走向生活世界的儒

学》第一部 《经典与生活》第八章 《论正直:公义与私义之分际》,台北:明文书局,1995年,第

109—120页。



我们做学问要去思考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儒家原本就有职分这个概念。“吾

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论语·学而》)这是一个忠于职守的思想。

“子张问曰: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论语·公冶长》)楚国的令尹子文三次被

罢黜,但他一点事都没生气,而且还把旧令尹之政告诉于新令尹。一般人被罢黜

了就会一走了之,但子文没有。所以你看 “忠于职守”这个概念多重要,已经记

录在案了。经典早已表明,“忠”最重要的就是 “忠于职守”。不能说儒家没有责

任伦理,责任伦理在经典之中本来就有。不但责任伦理是这样,很多方面也都如

此,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各俯焉以尽其力。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就是在表达贤士大夫要各

尽所能、各尽其力,这样才能治隆于上,俗美于下,化民成俗。儒家的贤人之治本是如

此,只是后世未能及。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朱熹这些只是理想。但理想重要不重要? 理

想恐怕还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讨论。

八、
 

因小学之成功, 以着大学之明法, 外以极其规模, 内以尽其节目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

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 《曲

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

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

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

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即朱熹发感慨说:周以后文化衰退,贤圣之君不能

作,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如孔子之圣人亦无法作之君,作之师,故而要努力取先王之

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宋代儒者一直认为自己不但要接续三代———夏、商、周,而且

还要上追尧、舜。他们瞧不起汉唐,他们认为汉唐是衰退的,真正的繁盛是三代、尧、

舜,汉唐远远不行。宋儒具有如此这般的气象,这与宋代的右文政策相关。我们看宋朝

的大臣给皇上所写的奏书,基本上都是直率其言。这是因为赵匡胤留下了祖训———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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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赋税。① 所以,宋代的读书人很敢批评时政。

《礼记》中有小学也有大学,像 《礼记》中的 “《曲礼》、《少仪》、《内则》、《弟子

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这篇 《大学》则是 “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

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强调一个

社会实践论,“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则强调内在心性修养论。儒家是内修外行,内圣

外王。外王强调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实践,内修强调心性的修养。

九、
 

传经之儒: 有子、 子游、 子夏, 到荀子; 传心之儒: 颜回、

曾子、 子思, 到孟子

  “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就是曾参独得夫子之传。众

所周知,孔老夫子本来欲传道给颜回,可回不幸短命而死,孔老夫子也考虑过子贡,但子贡

认为孔老夫子多闻而识,并不能了解夫子 “一以贯之”之道。后来,孔老夫子试探过曾子之

后,发现曾子果真能了解 “一以贯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之意,

但是因曾子年纪尚轻,与孔老夫子相差47岁,故而夫子并未将曾子指定为接班人。这样,

夫子的弟子们在守孝三年之后为指定接班人一事举行了推选。如此一来,他们就分成了两

派———曾子一派、有子一派。有子这边以传经之儒为主,曾子这边以传心之儒为主。有子、

子游这叫传经之儒,再往下到荀子;传心之儒是夫子、颜回、曾子、子思到孟子。

由此可知,儒家本来就有重视典籍的那一派,也有重视心传的那一派。重视心传的

那一派也是读典籍的,重视典籍那一派虽然更重视整个政治社会共同体的经营,但是他

们也是重视心性修养的,只是他们的修养方式跟传心之儒不太一样。例如,荀子也讲心

性修养,他讲 “虚壹而静,以养大清明”(《荀子·解蔽》),以心治性,化性起伪。②

那个以心治性也是心性之学,但是他不是即心言性,而是以心治性,用心去治这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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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夫之 《宋论》卷一 《太祖三》:“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

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 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

能。”请参见林安梧导读:《王夫之 <宋论>》,台北:金枫出版社,1986年,第25页。
关于荀子之学,请参见林安梧:《从 “天生人成”到 “化性起伪”》,《鹅湖》第3卷第11

期,1978年,第25—29页。



所以这个性在荀子来讲是一个自然所成之性。孟子所说的性,是道德创造之性。①

十、
 

儒家人性论: 觉性的性善论、 气性的性朴论、 习性的性恶论

此二者虽有不同,但也都是以 “生”来言 “性”,只是孟子把 “性”提到了道德的

创造动源处说,而荀子是就其自然生成之意说。自然生成之性,以生成过程而言,无所

谓善,无所谓恶。那自然生成之后为什么走向了性恶呢? 这就是荀子的人性论所反映出

的从自然的 “性朴论”到社会人群的 “性恶论”。相对来说,孟子从应然的层面来强调

道德的创造力,进而提出 “性善论”。我常说儒家人性论,其实不只是性善论,严格来

说,他有性朴论、性善论、性恶论,三者都有。② 但总的来说,他们都不是 “由 ‘是’

讲 ‘有’”,都是 “由 ‘生’讲 ‘存’”。

“性善”是就道德的觉性说,“性善”不是本能,本能是自然的气性。“性恶”不是

本能,本能无所谓 “性恶”。动物的表现才叫本能。人会饿,动物也会饿。人会堕落,

动物则不会堕落,只有人才会堕落。荀子对此有一套解释方式,孟子也有。所以儒学并

不是没有能力正视 “人性恶”的问题,只是重点不从这里说,他的重点在于我们要把善

的一面发扬起来,把善发扬起来之后恶自然也就没有了。儒学认为我们要把正面的东西

发扬起来,共生、共长、共存、共融。

十一、
 

文化学术的传承影响到世道人心, 影响到政治作为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

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

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

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就是说自汉以来,俗儒皆为记诵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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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孟子之学,请参见林安梧:《孟子心学的义理结构》,《鹅湖》第4卷第4期,1978年,第

6—12页。
关于此,我于2020年5月22日,应 《哲思群》专家讲座之邀请,主讲:“关于人性论的一

些讨论:以孟子与荀子为中心”,此讲纪录将于近期发表。



之习,亦即以多倍之力于如前所说之小学,如 《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

还有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朱熹慨叹的是:整个文明

的传衍,停滞了、僵化了,陷入了话语的记诵、教条的科仪,以及繁文缛节的讲求,让

文明的创造动能不见了。

“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是指佛教与道教 (其实朱熹批评的是佛教和道教的末流)。

“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就是说异教之理太高而不落实,不接地气。之所以 “异端虚无

寂灭之教”“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以及 “百家众技之流”会纷然杂出乎其间,

惑世诬民而充塞仁义,是因为整个文明衰退了,进而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小人

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了。整个文化都处在一个晦盲否塞,反复沉痼之中。晦是亮光不

亮了,盲是人们盲目,这就是说整个天地间,上情不下达,下情不上达,都塞住了。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朱熹重讲 《大学》,为的是振衰起敝,为的是国计民生,为的

是要经世济民。其实,朱熹从 《大学》的诠释而创造他的宏大的理学体系,为的就是找

寻他那个朝代的存在的客观法则理据,要阐明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

十二、
 

宋德隆盛, 治教休明, 好像是 “文艺复兴” 一样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

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

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

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

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回顾历史即可知,五代之时,北方五十几年间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宋接着后周,把南汉、后蜀、南唐收复之后,统一了天下。所以,宋代表一个新的年

代,在这样一个新的年代中,文化发展会有一个新的可能,这个新的可能就是要回归到

夏、商、周,再上到尧、舜。朱熹在这里称,“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

休明。”这好像 “文艺复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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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在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

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指出:“唐和宋

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西方的 “文艺复兴”是回到古希腊,这个 “文艺复兴”是回到先秦,并且不但要回

到先秦,而且还要到尧舜。从事实来看,宋代也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朝代。宋代文

化昌明,经济发达,只是常打败仗而已。但仔细想想,蒙古人攻宋攻得最久。蒙古人的

军队非常强悍,几乎横扫了亚欧非。金很快被蒙古人所破,但到攻宋之时,宋却变得很

耐打。

现在有人说,称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不成立的。陆秀夫带着幼主在崖山跳海,这

就代表着中国永远存在。这正如 “剥”卦最后一爻,正气尚存,能够一阳来复,剥极而

复。宋有文天祥、陆秀夫,就表示国家民族生命可以一直延续不灭,它能一阳独存,剥

极而复,能够一阳来复。不要相信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国现正在兴盛之中。当

然,此兴盛表现为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化,有顿有挫,也是一定的。这也容易理解,

一阳来复,地雷为 “复”,雷地为 “豫”,雷从地下而出,再往上升,就是天雷 “无妄”;

无妄就有无妄之灾,度过无妄之灾,就可雷天 “大壮”了。①

十三、
 

《大学章句》 为的是 “承天命、 继道统、 立人伦、 传斯文”

“河南程氏两夫子”就是程颢、程颐。程明道过世较早,其弟子后来都归于伊川,

由伊川往下传道。后来道传杨时,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再传李延平,李延平再传朱

熹。程明道、程伊川都表彰过 《大学》,朱熹这里又为 《大学》次其简编,阐发归趣。

这样,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所指,皆粲然而复明于世。 “顾其为书犹颇放

失”,即是文献之中许多内容已然丢失,而现有之文又存在许多问题,所以朱熹 “忘其

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俟后之君子”,即朱熹加之编采、编辑,

并偶附其下以自己之意。朱熹也明白这样做有僭逾之意,且会造成一些错误而无所逃

罪。但本着为家、为国化民成俗,为后人能知如何修己、如何治人之法,朱熹还是当仁

不让地去做了,这体现出了一个儒学的担当精神与道统意识。

最后,我想附带一言的是,儒家的经典应被尊称为 “圣经”。因为这些经典以及经

典中所承载的大道,是经过一代代的圣人贤者不懈地努力才得保存的。“圣经”就应是

圣贤传道之经。与此相对,道教的经典应该叫 “真经”,因为道教强调 “全生保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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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用了 《易经》四个卦,“复”“豫”“无妄”“大壮”来比拟。



性保真”;佛教的经典则应该叫 “佛经”;基督宗教的经典不应该叫 “圣经”,因为它是

神所启示的经典,所以应该叫 “神典”,或者直接跟 《古兰经》一样直接翻译为 “拜普

经”。《古兰经》就是音译,所以 “Bible”就建议翻译成 “拜普经”,这才合理。“圣经”

是圣贤所传之经典,就如这里所讲的 “圣经贤传”,就如称佛所讲之经典为 “佛经”一

样,应称圣人贤哲所传之经典为 “圣经”。①

朱熹为 《大学》分章句读,重新诠释,并有崭新的创造,为的是 “承天命、继道

统、立人伦、传斯文”,他相信经由他的诠释、转化、创造、发展,让人们果真能够明

白 “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内修外行,实事求是,充实而不可以已地展开实

践。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是不可分的,儒学讲究的四个共同体:自然天地的共同体、血

缘人伦的共同体、政治社会的共同体、人文教养的共同体,他是接壤地气、通达天道、

契入本心、通达于天下的。21世纪,在新冠病毒肆虐之后,人类真要大学而大觉,觉

醒到我们要能抛弃国际霸权的思维,明其明德、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天下和平,

止于至善。

(案:本文乃林安梧教授在山东大学所做 《大学》 《中庸》系列讲座其中之一,于

2019年9月23日讲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由博士生焦健洋根据录音笔录,再经由讲者

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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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此,2014年12月15日,我曾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世界宗教研究所五十周年

所庆系列讲座”,讲题为 《儒教释义: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该篇文章发表于 《当代儒学》第

十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又收入林安梧:《论语圣经译解:慧命与心法》,台北:台湾

学生书局,2019年,第537—560页。


